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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般而言，企业的存在就说明了相对于市场在节约交易成本上的优势，而反向的过程一般很难被认识到。在上世纪末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之后出现一个简单生产部门的“小企业”原来属于企业的内部协作，即企业被市场替代了。这样一个由市场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现象，不仅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企业的合约性质，而且通过讨论上述现象中与企业合约成立的有关条件，从而凸现出中国转型经济的在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特征。此外，本文还重点讨论了在中国转型经济现有的市场制度条件下这种现象对微观基础的构建，从而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长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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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张五常的《企业的合约性质》是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语的：“1969年，在香港，我坐在路边的一个空木箱上，让一个男孩儿替我擦皮鞋，讲定价钱是两角。他刚开始擦，另一个男孩儿就走了过来，二话不说擦起了我的另一只鞋。‘我怎么付钱？’我问。‘每人一角，’一个男孩子回答道。我问他们是怎么定价的，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两个男孩子相互完全不认识。但使我领悟到，这一定就是科斯所说的市场：假如我一只脚穿一只普通的鞋，另一个脚穿一只不常见的长统靴，那么把一把交易分成两笔交易就不会那么顺利了。”从科斯（Coase,1937）看来，企业替代市场来组成生产，其原因在于前者的交易成本低于后者。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并不是不要成本的，即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而这个成本有时高得足以使某个代理人同各个投入所有者签订合约组织生产——企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即企业的出现。这在张五常看来，是要素市场替代了产品市场，即每一个投入所有者签订一个合约将投入的使用权委托给一个代理人，获取一定的收入，而不是在每一次交易中同其它的投入所有者签订合约，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因此，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张五常，1983）。

一般而言，企业的存在就说明了相对于市场在节约交易成本上的优势，而反向的过程一般很难被认识到。在上世纪末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之后
，我们却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原来作为一个企业的内部协作被一些新出现的类似原来生产部门的“小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替代了，按科斯（1937）的意义，企业被市场替代了，按张五常（1983）的思想，则是要素合约被产品市场的合约替代了。这样一个由市场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现象，不仅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理解企业的合约性质，而且通过讨论上述现象中与企业合约成立的有关条件，从而凸现出中国转型经济的在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特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可能通过对微观基础的影响从而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产生长期的影响。

本文以下的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首先讨论了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所出现的市场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具体情形，然后给出了与中国转型经济市场特征有关的可能的解释；第三部分则在前面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这种情况对经济转型中微观基础的构造具有的意义；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二、市场替代企业
上世纪末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是通过拍卖转私、个人持股的方式将原来名义上属于乡村集体所有的企业转化为个人所有的民营企业（张军，冯曲，2000）。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的新的民营企业的创办。这些新创办的企业带动了民间投资的增长，成为推动改制后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一创办企业的大潮中，出现了许多非传统意义的企业形式，有的是有十几个人的小企业，有正常的经营执照；而有的是只有家庭成员参与的类似于作坊式的“企业”，没有或者和其他人合用一个经营执照；还有的只有一个人、一台机器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加工生产的；甚至还有些人什么机器也没有，只是凭借其对一些特殊工序的技能和经验为不同的企业服务。这些大量的介于市场和企业的组织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一些原本在企业内部以协作形式完成的生产。进一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以市场交易的形式替代了企业组织生产。比如说，一家生产小型机器的企业，在机器制造的过程中共有三道工序
：a.铸件；b.冷加工；c.装配。在改制前，这三道工序都是在一个企业中完成的。然而，改制后我们发现相同的产品出现了不同于原来的生产形式。比如说，有一个人甲拿到一份订单，他自己没有企业，而是让企业A替他铸造机器零件，然后拿到企业B进行冷加工，最后由企业C将这些零件装配成机器。甲从企业C中拿到机器交给客户。这样，一批订单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企业”A、B、C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见的传统企业，而往往是以家庭生产的方式出现的，可以想象“企业”A可能是拥有一些简单模具、父子两人开的小作坊，“企业”B可能是一个白天在私人企业中上班、晚上用刚来买来的二手车床加工零件的妇女，“企业”C或许是几个拥有丰富装配、调试经验的老工人，他们可能除了扳手、榔头、锉刀等简单工具之外，什么都没有
。需要说明的是，称A、B、C为“企业”，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他们可能就是原来企业的营销业务人员、工人，也可能根本和这个企业没有关系。而整个交易过程也不必然的在这些家庭作坊式的“企业”之间进行，其中的部分环节可以是由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坊式的“企业”并非是由原来的企业分解而成的，而是在改制后（甚至改制前）出现的，生产同类产品的原企业仍然存在，其生产方式也没有变化。不过，不管怎样，一件产品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再完全由原来一个企业中以内部协作的方式完成，而出现了市场以交易的形式完成的现象。

当然，严格来说，这种以市场交易替代企业完成整个产品生产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乡镇企业改制后，在改制前甚至乡镇企业的初期都存在为大企业、国有企业生产单个零部件、组装生产的现象。而且也并非仅仅出现在江苏，在其它地方也存在。甚至不一定是生产领域，在出版行业、文艺演出单位、影视娱乐公司等，在改革开放后都出现了一个大单位的功能被几个属于原来单位的部门或个人所替代，而且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原来的内部协作。因此，此处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一般的事物而并非特例。之所以将背景放在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是因为在改制前企业一般生产成品的机器，几乎整个生产过程都是在企业内部以协作的形式完成的，以专门化的小“企业”完成一个工序，而后以市场交易的形式组织整个产品的生产，更能反映企业和市场在组织生产方面的功能和条件，及其外部市场特征及制度对最后交易合约形式的选择。


这样以市场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现象，不禁让我们重新拾起上世纪三十年代罗纳德·科斯所提出的问题：企业是什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换一种问法，面对原企业内部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基准（Benchmark），负责拿订单及最后交货的甲为什么不将企业A、B、C“一体化”为一个企业呢？或者企业A、B、C中的某一位有动机“一体化”整个生产交易过程？或者，企业为什么会“分解”成更小的组织？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用科斯的思想给出一个抽象的答案：此种组织生产的方式交易成本要小于以企业的形式组织生产。不过，此处更有价值的解释应该包含一些更为具体和现实的因素，包括与中国转型经济有关的市场特征。

第一，劳动力市场。直观的看，上述案例中甲、企业A、B、C得以出现，有赖于他们不同的才能和知识。如甲在市场的信息、营销能力等方面由一定的特长；A在铸件、开模具方面有专门的知识，B在车工方面有一定的才能，而C在整个生产流程中的装配、安装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专业技能所有者不能被一体化而单独成为一个企业呢？按张五常的思想，产品市场交易的合约形式是一种直接定价机制，即由市场来确定专门技能的价格，而在企业内部要素市场的合约形式则是一种间接定价机制（张维迎，1995）。以创办企业的形式自我雇佣而不是受雇于企业，说明了作为专有技能的劳动以间接定价的方式成本高于直接定价。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改制后的乡村并不存在成熟的劳动力市场，这妨碍了企业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对技能的定价。因此，以创办企业的形式自我雇佣可以看作是在经济转型中劳动力市场不成熟的条件下一种确定劳动力价格的特殊方式。与专有技能劳动者创办企业获得丰厚回报相比，转制后民营企业中的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着劳动恶化的境地，劳动强度大大加重，劳动时间从以前的8小时工作制变为实际的12－14小时工作制。单位小时的工资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拉开了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从而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与高技能劳动者创办企业自我雇佣相伴随的，必定是高技能劳动力从企业中流出的过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原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考虑到上述创办企业的高技能劳动者往往工作于原来的乡镇企业中，因此，上述的现象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改制并没有起到政策制定者和专家所预期的效果（冯曲，2001）
。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高技能劳动力从企业中流出创办企业自我雇佣的劳动力转移形式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高技能劳动力往往从国有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中，即在原有部门之间进行流动（Campos and Coricelli, 2002）。这种微观局部的差异，也会导致投资、增长、就业和劳动参与率的差异。

第二，产品生产工序性质和技术的原因。高技能劳动力能够直接定价，也与产品和技术本身的性质有关。正如张五常（1983）所指出的，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组织生产是“因为存在大量的交易，因为消费者缺乏有关商品的每一部分的用途或其作用的详细信息，因为很难度量变化不确定的各种活动，因为需要把各种贡献区分开来”。如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机器本身的工序不多，因此，通过产品市场的交易所需的成本不高；每一个中间产品的信息、用途也并不复杂，因此可以方便的分交各个企业生产；而且，每一道工序之间可以分割开来，这也是可以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在同一道工序中需要几种不同的加工，如在铸件的同时需要进行热加工，则分别拥有铸件和热加工技能的劳动力很难如前述一样的通过市场的交易进行，而往往会被一体化在一个企业内部。因此，具有上述性质的产品，其生产的组织可以通过件工合约的形式由市场分散生产，就像香港的硬木地板的铺设（张五常，1983）。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可以被市场交易完成的（中间产品）生产并不必然的意味着低技能，比如在苏南纺织业中布料的生产中，有一道布料印染的工序，需要比较复杂的操作和丰富的经验，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掌握这种技术的人常常服务于好几家企业，就好像是一个专门完成中间产品生产的“企业”一样。当然，如果产品生产所需的技术较简单的话，就更加容易形成市场交易替代企业生产的情形。如在浙江的许多民营企业只生产为大企业配套的单个工序
，这就是市场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一种。这种情形就有利技术的扩散和形成明显的地区分工。

另外，市场交易替代企业内部协作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工序与工序之间在资产和技术上不能有很强的专用性，否则按Grossman and Hart（1986）的理论，一体化即以企业内部协作替代市场交易就是合理的。从这个角度讲，上述以市场交易（部分）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案例中，很少是资产方面的，而往往是技术上的。比如在上例机器生产中，作为第一道工序的铸件，原料投资很少是由企业A完成的，而通常是由拿订单的甲投入的，因为对企业家A来讲，由他投入生产的铸件对甲具有专用性（至少是部分的），因此就有可能被事后敲竹杠（hold-up）。因此，包括工序b、c，通常所交易的是由包含在增加值中的加工，而不是整个中间产品。

第三，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对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会出现由市场交易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现象，或者为什么拿订单的甲或者企业家A、B、C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将整个生产一体化为一个企业，可能的解释来自资金方面的约束。比如说，在张五常（1983）所提到的影响相对定价成本的因素方面，都应支持其中的任何一位，如甲将整个交易一体化为一个企业，但是，这样的过程常常受制于甲本身所拥有的资金，即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工序A、B、C所需要的机器，并将他们安排在一个厂房内完成生产。因此，从结果看来就呈现出由分散的市场交易。这样的安排在一个金融市场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或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可以缓解个人资金方面的不足。
而在所有的转型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发展都是远远落后于价格的自由化和产品市场的成熟，而且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都限制原有企业之间的交易和新企业的出现，从而对整个转型经济的表现造成负面影响（Campos and Coricelli, 2002; McMillan and Woodruff, 2002）。中国转型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足以支持日益庞大的民营经济，从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的绝对倾斜，国有商业银行为规避不良信贷而过度惜贷，而信贷市场又缺乏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民间金融。因此，通过通过分散的生产，让甲和企业家A、B、C都承担一部分生产所需的资产是缓解金融市场不完善的一种方式。

此外，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分散化的生产可以通过交易信贷（trade credit）缓解自有资金的约束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比如说企业A，以甲提供原材料由A加工的方式，降低了企业A经营所需的资本规模，同时也降低了经营的风险。这一点正是McMillan and Woodruff (2002) 强调的中国、越南表现较好的转型经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时企业家所采取的战略。

第四，风险的因素。分散的以市场交易的形式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一个解释来自个人对风险的态度。经济的转型和企业的改制给予了人们发现并获取市场盈利的机会。但与此同时，由于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本身的不完善，市场交易制度的确立也需要一个过程，如相互的信任、法庭的仲裁等，甚至国家对个人的保护缺乏，如税收掠夺、黑社会的猖獗，都会对私人创办企业和投资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对风险的态度和承受能力也是采取交易合约形式的一个外部限制。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通过市场交易的分散化生产而不是企业形式生产有效的分解单个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这可以看作是对转型本身制度不完善的一种反应。

当然，现实中建立完整生产流程的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和受雇于私人企业三种形式的并存，充分说明了人们对风险的规避态度和承受能力的差异。这与前面我们所论及的专有劳动技能的差异、自有资金的约束一起，构成了个人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选择合约形式时的重要因素，从而在以企业或者是市场形式组织生产形式的层面上呈现出各个不同的形态。而经济转型和企业的改制，正是给予了先天和后天差异（heterogeneous）的个体在充分选择符合自己特征的经济自由，而这种自选择的结果，将有效的推动着在相对市场制度（market institutions）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微观基础的形成与发展，这是中国表现出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等转型经济的路径和宏观指标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并且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市场制度的发展。


在下面的一部分中，我们将具体讨论上述的合约形式及与之相关的转型经济的背景，是如何影响微观基础——具有市场经济一样表现的企业
——的构造。

三、对转型经济增长的意义： 微观基础的构造


对转型经济表现的评价，如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前十年出现的产出的U型曲线、投资的下降、劳动力转移、经济结构变动等等，文献给出了很多解释(Campos and Coricelli, 2002)，对照中国渐进转轨的不同表现，一个逐渐形成的共识是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新企业的进入和随之带来的产品市场的竞争，这可以使得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从中央计划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国家一样的为数众多、具有活力的企业——微观基础，当这些企业成长为经济的绝对力量时，转型也就完成了。因此，转型的许多直接政策的目标也正是构造这样的微观基础，如前苏联和东欧大部分国家实行的大规模私有化，其目的就是将原来的经营不佳的国有企业改造成私人企业。转型中的微观基础的壮大的另一来源是，随着转型的进行，资本和劳动力逐渐从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部分自动流向原来就存在的或经私有化改造成的私人部门。另外，新出现的企业也是重要的力量，但在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中，这一方面远不如中国，这也是转型经济表现大相径庭的最主要原因。当然，这种不同的路径与转轨前的初始条件，如经济结构、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政治体制等因素及转轨战略都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造就了中国乡村工业的出现及壮大，形成了地方工业化的第一波高峰，并形成了可观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技术的获取和市场制度的发展，即微观基础的初步形成；那么，改制后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及新企业的创办，将对微观基础的壮大成为国民经济的决定力量从而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其意义更加深远。


上面所述的案例，就是从一个侧面描绘了改制后微观基础构造的过程——一部分民营企业的出现。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上述以市场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例子是如何影响现实中的转型经济的。


第一，降低成本，扩大市场规模。直观的看，按科斯（1937）的思想，这种分散的、以市场交易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形式的出现，交易成本的节约是一个因素，而按张五常（1983）的分析，以家庭作为生产地点的件工合约，因为使用了自己的地方及设备，应获得较高的报酬。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看，家庭式的分散生产节省了企业形式下厂房的固定成本，加上激励没有扭曲，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分散化的生产方式的成本应该较低。而生产成本的整体降低，将扩大市场的规模，从而容纳更多的企业，这将促进市场的竞争。而这被认为是中国在没有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取得转型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形式上看，这种分散的、以市场交易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形式增加了经济中“企业”的个数，原来可以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的企业，“分解”为几个“企业”。这种分解，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单个企业的规模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但由于分散生产的单个“企业”所需的资本相对较少，因此原来分散在各个家庭中的民间资金随企业创办而转化为投资的数额增加了。这也是改制后民间投资大幅增加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得到金融市场的支持，分散化的生产以独特的方式动员了民间资本进入生产领域，从而构造和增强了微观基础。

第三，以市场交易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形式如张五常（1983）所言，模糊企业的界限，将创造出很大非正规的部门（informal sector），如家庭作坊式的“企业”，甚至没有固定的场所，有的几个人合用一个经营执照或根本没有，也没有正式的发票，用现金进行交易。这其实也是所有转型经济的一个特征，即非正规部门飞速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会使对进入统计视野的正规经济的计量，与国民经济实际发生的商品和劳务存在一个误差，导致的后果是GDP低估了实际的产出水平，因此，对中国GDP统计数据高估的论断（Rawski, 2001）需要考虑这一方面的因素。与此相伴随的税收的流失。当然，这种误差的程度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才能有一个合理的估计。

第四，分散的生产从长期看，对产品和技术升级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一方面，分散的生产会促进技术的扩散，一项垄断的技术往往由原企业的员工脱离企业并通过自己创办同类企业而扩散开来。这样的结果是竞争加剧，垄断利润消失，从而促进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
。而另一方面，企业的“分解”、垄断利润消失速度加快，一方面有模仿和“偷生意”（Business Stealing）将使得创新的激励下降，同时企业规模下降、垄断利润消失使得企业投入研究和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资金来源下降。

四、结    语


历史学家悉尼•胡克有一个比喻，历史的发展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树从树干到树杈和枝条的生长过程，人们往往是从现在的枝条来反推树杈从而树干的生长方向，而一些本来存在的、而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而没有最终长成大枝的树杈则被忽略或视作原本就没有。以市场替代企业组成生产的方式，让我们从一个特殊角度来理解科斯意义上的企业相对于市场的性质。此外，通过对转型经济中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约束对交易合约的分析，让我们更加清楚了在科斯（1937）和张五常（1983）讨论背后隐含的条件。


就乡镇企业的改制而言，其意义不仅在于政策决策者和学者们所预期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及由此产生的激励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原有的企业创造了一批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民营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人们的共识：私人企业是合法的。这种建立在各个个体基础上的共识，就是罗默（Romer,2001）的认为的解释各国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社会基础组织（Social Infrastructure）中的一种。这种共识的形成所带来的是，人们创办企业的高潮的到来。而本文讨论的这种市场替代企业组织生产的情形，只是其中的一种。私人企业的大量创办及由此带动的民间私人资本的增长，成为乡镇企业改制后乡村经济最重要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转型经济的微观基础，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因素。


从一般的意义上，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影响着微观基础的发展，而从我们前面的分析看，转型经济中一些特殊的安排缓解了这种限制，并且反过来又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当然，这种互相影响的机制原比我们讨论的复杂，并且涉及到转型时的一些初始条件、政府的作用等等，这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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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镇企业改制前，人们对它的提法似乎总和乡村地方政府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所强调的，乡镇企业更多的是一种地域的范畴，即座落在乡村、并由本地居民管理的企业。在二十世纪末的乡镇企业改制后，这一层含义更加明显。


� 事实上，每一个生产的流程有很多道工序，在此处为说明的方便，我们将工序简化为三道。


� 如果可能的话，为改善一下经济学作为“dismal science”的面貌，我们甚至可以假想，企业A中的父亲是一个勤劳、安分的工人，儿子则相对有冒险精神，说服父亲一起创业致富；而企业B中是一个有游手好闲的丈夫、要独自供儿子读书的坚强的妇女；或者你可想象出一个从18岁高中毕业进厂学技工起已有5年车工经验的、正在为娶老婆而努力生活的小伙子；而企业C中的几个老工人可能原来就是在企业中经常出差替客户装配、调试的，他们已习惯了自由懒散的生活，所以跳出来自己揽活，而不必受每天固定时间上班的拘束。不过，不要以为这只有在假想或小说中出现，事实上，这可能就是发生在乡村中最平常的一幕。


� 这里的“分解”并不是指单个企业真的分裂成几个小的单位，而是指其原来以单个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被几个专门化生产的“小企业”间的交易所替代了。正如在正文中所提及的，原来企业和新出现的“小企业”可以没有任何关系。


� 秦晖（1998）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浙江乡镇企业改制的事实表明（浙江乡镇企业改制要早于江苏），改制的成效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据江阴市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王国尧介绍，江阴改制后的企业三分之一绩效明显提高，三分之一效果不明显，而另三分之一仍然恶化。而我们在无锡其它一些地方和在苏州的实际调研看，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 如生产皮革加工企业在生产时所需的塑料垫板。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个。


� 在张五常（1983）的讨论中，这是一个隐含的外部市场假设，因此在分析影响相对价格的因素时，他没有考虑在内。


� 是复数的概念，指多个企业。


� 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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